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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国天下”到“社会媒介国家”:
死亡政治的演化

张　 昆　 王创业

摘　 要: 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ꎬ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ꎬ
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ꎬ 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ꎮ 古典时

期ꎬ 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ꎬ 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 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 道

德层面进入死亡ꎬ 将死亡政治化ꎬ 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ꎮ 现代时期ꎬ
“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ꎬ 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ꎬ 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ꎬ 媒介勾

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ꎬ 尤其是在中国ꎬ 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ꎮ 此时伦

理、 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 殡葬改革革除ꎬ 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ꎬ 但权力

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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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麦金农(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认为死亡作为人类共同本质ꎬ 具有普遍性ꎬ 任何人都不能

逃离死亡ꎬ 死亡是人类共同的命运ꎮ[１]她所指的死亡其实是“生物死亡”———人的生命因细胞的衰老或

机体出现病状而导致的死亡ꎮ 但死亡并非如此简单ꎬ 除却生物死亡ꎬ 还应包括医学死亡(科学死亡)、
记忆死亡(死者被彻底遗忘)、 政治死亡(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等多种形式ꎮ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ꎬ 死亡

是如何从具有本质性的生物死亡过渡到非生物死亡之上的? 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ꎬ 死亡发生了怎样的

改变? 是何种力量促使此种改变?
福柯认为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置于权力关系的范畴之内加以解释ꎮ 但与福柯的观点不同的

是ꎬ 研究者将死亡置于“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之中ꎬ 着重考察了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结构秩序下的

死亡政治以及“大抽离”后“国家媒介社会”结构下的媒介化死亡政治ꎮ

一、 古典时期的死亡政治: “家国天下”秩序下的隔离与权力介入

中国人对死亡似乎有着天然的矛盾心理ꎬ 一方面极力将死亡从日常生活、 私人领域中排除ꎬ 另一

方面ꎬ 权力又通过宗教与天命观、 惩罚(公开行刑)、 奖赏(对逝者追封)的方式积极渗入到死亡之中ꎬ
让死亡政治化ꎮ

(一)日常生活中的死亡隔离与禁忌

人作为情感与意识的生物ꎬ 当其面对死亡时会产生情感上的悲恸ꎬ 死亡的发生还可能引发生者的

焦虑ꎮ 如皮特􀅰伯格(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所说: 当人们看到别人的死亡ꎬ 特别是亲密的人的死亡时ꎬ 会预

期到自己死亡的情景ꎮ[２]这一切都与死亡恐惧有关ꎮ 死亡恐惧是我们在面对死亡时的一种态度ꎬ 一种

“活在当下”的强烈意识以及对当下的一种控制力自信ꎬ 死亡则意味着意识与控制力的消失ꎬ 恐惧感



便能油然而生ꎮ
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是立体而全面的ꎬ 并业已在传统社会中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话语体系链ꎮ 话

语链的起点是“死亡的不洁净”ꎬ 话语链的终点则构建起了庞杂而又全面的神、 鬼、 怪体系ꎮ 在此话

语中ꎬ 死亡已经与“恶”和“脏”联系在一起了ꎮ 当话语将死亡标定为“不洁”时ꎬ 死亡的禁忌便可形

成ꎬ 并能在这一话语真理中完成对死亡的系列隔离操作ꎮ
为此ꎬ 各种隔离仪式与方法便不断涌现ꎮ 隔离并非是将死者与其生前社会分隔ꎬ 分隔礼仪也并非

是简单地将亡者与物理世界分离开ꎮ 事实上ꎬ 葬礼中更多的礼仪是要将生者与死者分隔ꎬ “其过程对

生者是一个边缘状态ꎬ 生者经分隔礼仪进入此阶段ꎬ 从此再经历聚合礼仪回到社会􀆺􀆺生者边缘期与

死者边缘期相对应ꎮ” [３]与以往研究者认为分隔礼仪只发生在死者身上不同ꎬ 在传统中国的死亡文化

中ꎬ 可以轻易地发现与生者息息相关的分隔礼仪ꎮ
中国人将死亡的“邪恶”物质化ꎬ 认为人死后会有煞气释放ꎬ 被称为“出煞” (北方人称为“出

殃”)ꎮ 民间认为“煞气”是尸体释放出的一种云状的气体ꎬ 是“死亡污染”的表现ꎮ[４] 在中国不少地区

亦有“回煞”之说ꎮ “煞”“殃”被认为具有杀伤力ꎬ 煞气若触碰到树木ꎬ 则树木枯死ꎬ 碰到活人则人或

大病或死亡ꎮ 且煞气是不分亲朋ꎬ 不辨敌友的ꎬ 因而在“出殃”和“回煞”时人都需要躲避ꎬ 邻居家的

花草树木则需系上红布“避煞”ꎮ 古人还发明了禳解煞气的方法ꎬ 所谓的禳解其实质是一种“驱邪”ꎬ
古人认为醋、 鸡血、 狗血、 桃木、 符篆和一些道家、 佛家的法器都有驱邪之功能ꎮ 由于祭祀活动还可

能招致外祟ꎬ 所谓“烧纸引出鬼来”ꎬ 所以必须在出殡后净宅ꎮ 净宅是古典时期的另外一种驱邪仪式ꎮ
净宅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避煞ꎬ 祛除未散尽的煞气ꎬ 另一方面也是驱除外鬼的方法ꎮ 即便是承于天命

的天子在判处臣子、 庶民极刑之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生者与死亡的隔离与禁忌ꎮ 在古代ꎬ 对那些死刑犯

人行刑时间是“午时三刻”ꎬ 之所以选择正午时分ꎬ 是因为ꎬ 在古人看来这是一天中“阳气”最为旺盛

的时刻ꎬ 而被执行死刑的犯人ꎬ 无论何种原因ꎬ 都被认为是“阴气旺盛”ꎬ 活人为了避免被鬼魅所纠

缠ꎬ 选择正午时分以保护行刑者ꎮ 这其中也还包括一些辟邪的具体方法: 如刽子手穿红色的衣服ꎮ 这

些与死亡有关的复杂话语系统并非因死者而设定ꎬ 反而是处处为生者所考虑ꎮ 即便是后来的佛教与基

督教进入中国ꎬ 它们融入中国文化的一个表现也是参与到死亡仪式之中ꎬ 不仅是要超度亡灵ꎬ 更为重

要的是它们也可以驱邪、 避灾ꎬ 为生者的生存提供庇佑ꎮ
由上可见ꎬ 无论是“驱邪” “避煞”还是“净宅” “着红”ꎬ 古人所做的都是要尽力将死亡所带来的

“脏”“恶”与生者隔离开来ꎬ 以产生一种想象的与死亡的距离感ꎬ 并通过此种距离感寻求心理上的慰

藉ꎮ 但是这些都还不完全能够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驱逐开来ꎬ 毕竟在日常生活中ꎬ “死亡”也可能随时

迸发而出ꎬ 中国人觉得仍有必要在日常生活用语上将死亡隔离ꎮ
仅人的死亡ꎬ 就会有不同话语表达方式ꎮ 有研究者发现ꎬ 中国人对“死”的委婉表达就多达 ２００

多种ꎮ 如不同年龄人的死亡有: 夭、 殇、 夭亡、 告终、 寿终等ꎻ 口语化的表达有: 老了、 走了、 去

了、 返乡、 回去等ꎻ 书面表达有: 作古、 驾鹤、 西去、 辞世、 百年、 仙逝、 安眠ꎮ 从功能主义角度而

言ꎬ 话语不仅仅是描述性的ꎬ 话语还具有解释性ꎮ “社会或互动的解释强调的是使用语言(尤其是口

语)时的互动情境的动态性ꎬ 以及社会规范及 /或文化准则、 资源及互动的目的ꎮ” [５] 因此ꎬ 死亡的不

同表达方式其实也是在遵循着一定的文化规范和准则ꎮ 在中国的死亡文化中ꎬ “死亡”以及对它的直

接表达都是一种忌讳ꎮ 对亡者忌讳使用“死”ꎬ 而对生者的避讳更多ꎬ “死”也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最

为恶毒的咒骂ꎮ «诗经􀅰鄘风»中的«相鼠»描写的就是民众对统治者的痛恨: “不死何为? 不死何侍?
胡不遄死?” [６]弱势者通过语言诅咒表达内心的愤懑ꎬ “试图通过语言的灵力除掉敌人” [７]ꎮ

以上的“出煞”“驱邪”“避煞”“净宅”都是典型的生者与死者隔离仪式ꎬ 并非是死者的隔离仪式ꎬ
而是死者成为被隔离的对象ꎮ 对死亡的诸多禁忌和分隔仪式并不能做到完全阻碍权力对死亡的渗入ꎬ
以及权力对死亡的征用ꎮ 另一方面ꎬ 分隔仪式的完成就开始进入到聚合仪式之内ꎬ 在“天下”观念中

的“天命观”开始显现ꎬ 死者也从鬼魂聚合到祖先之席位ꎬ 享配牲祀ꎬ 成为具有一定神性的先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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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介入死亡的双重路径

福柯认为权力有两种面向ꎬ 第一ꎬ 权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ꎬ 它就像毛细血管一样ꎬ 深入到社

会肌体的每一个层面ꎮ 第二ꎬ 在«性经验史»中ꎬ 他认为权力也有积极性、 生产性和创造性ꎬ 权力作

为治理技术ꎬ 可以保护人口与社会ꎮ 但福柯对死亡与权力的关系讨论止步于古典时期权力的嗜血ꎮ 古

典时期的中国ꎬ 权力不仅嗜血ꎬ 而且具有奖赏和保护的一面ꎬ 权力对死亡的渗入也有两条脉络ꎬ 这些

都与“家国天下”的秩序有关ꎮ
１􀆰 “实体”权力对死亡的渗入

在“家国天下”的构序中ꎬ 国是一个中间环节ꎬ 它更为倚重的是家和天下这两极ꎮ 家是一种自我

的体现ꎬ 天下并非是一种有绝对边界的疆域概念ꎬ 而更多的是一种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ꎬ 是中国人所

认为的最高的自然价值ꎬ 它遵循的伦理道德、 天道、 天理和天命ꎬ 而这一价值秩序和伦理天命也是人

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ꎬ 也是自我的一种最高追求ꎮ 所谓家国天下ꎬ “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一个社

会连续体ꎬ 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ꎬ 从自我出发ꎬ 逐一向外扩展ꎬ
从而在自我、 家族、 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ꎮ” [８] 在其中ꎬ 此种制度将庶民、 家族、 士大

夫、 诸侯与天子连为一体ꎬ “家是士大夫掌握的国之本ꎻ 国是诸侯掌握的天子之本ꎻ 天下是天子掌握

的天之本ꎮ” [９]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的分封与效忠ꎬ 最终形成了在血缘、 文化和政治上的一种共同

体ꎮ 三纲五常、 契约法规、 宗教及社会秩序都被笼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之中ꎬ 并为之服务ꎮ 由此ꎬ
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延伸出两种面向来———“儒表法里”: 宣扬的是儒家政治ꎬ 实践的是法家政治ꎻ
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ꎬ 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ꎮ[１０]———其一是秩序层面的ꎬ 具有边界性质的制度ꎬ
是一种实体的家、 国和天下ꎮ 这是世俗的一脉ꎬ 即是通过法律维系了权力的行使ꎮ 其二是一种道

德、 普遍价值ꎬ 是一种最高的行为准则和天理、 天命、 天道的自然价值ꎮ 这是宗教的一脉ꎬ 通过

儒家构建了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ꎮ 这两种脉络扭缠在一起ꎬ 不可分割ꎬ 因而裴宜理称

古代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ꎮ 因此ꎬ 对家国天下的尊崇ꎬ 不但是一种秩序的维护更是对天

道、 天命的尊重ꎮ
在此一层面上思考权力如何能够介入私人生活中的死亡便能够清晰地发现ꎬ 死亡不过也是镶嵌在

家国天下秩序之中的一个枝节而已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两条线: 一是天子拥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ꎬ 在这一线索中实践的是法家政治ꎬ 是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ꎬ 也是福柯所谓的“物理权

力”ꎻ 另一则是在家国天下构序中遵从天命ꎬ 符合天道的保民思想ꎬ 是一种纸上的伦理道德线索ꎬ 即

是福柯所说的“生物权力ꎮ”处在伦理道德的权力线与行为时间的法律权力线又是一体的、 大一统的ꎬ
而且在中国经历了上千年的王朝更迭而基本未发生偏移ꎮ 在家国天下秩序下所建构的大共同体之中ꎬ
通过天道、 天命———“三纲五常”、 宗法伦理及森严的法制———各种刑罚制度ꎬ 不仅将生者严密控制ꎬ
更未将死者放逐ꎮ

再由此重新转移到权力对死亡的控制之上ꎬ 一切就会顺理成章ꎮ 如果说公开审判与执行死刑是为

了彰显皇权的话ꎬ 古代中国对皇权的维护一点都不比福柯所描述的“达米安案”表现得弱ꎬ 甚至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ꎮ 仅因欺骗了皇帝ꎬ 就已经“罪当诛”ꎮ 天命与法制赋予了皇帝绝对的权威ꎬ 他不仅可

以加罪臣民ꎬ 也可以赦免其罪ꎮ 汉代时ꎬ 汉景帝对晁错的行为就比较有典型性ꎮ 当晁错深得汉景帝宠

信之时ꎬ 丞相申屠嘉向皇帝奏告晁错“擅凿廟垣为门ꎬ 请下廷尉诛”时ꎬ 汉景帝却说“此非庙垣”ꎬ 而

包庇晁错ꎮ 及至吴楚七国之乱发生时ꎬ 景帝却让晁错做了替罪羊“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１１]ꎮ 从死

亡的视角观测ꎬ 至少可以推论得出: 首先ꎬ 皇权以生杀予夺的方式介入到了死亡之中ꎻ 其次ꎬ 皇权对

死亡的规训不仅体现在死亡的方法和赦免的方式ꎬ 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定性死者的死亡意义与价值ꎻ 最

后ꎬ 皇权不仅能够使用惩罚方式规训死亡ꎬ 而且可以以“荣誉”或“奖赏”的方式进入死亡ꎬ “朝衣东

市”就是皇帝对晁错之死的奖赏ꎮ
造成这一结果跟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的一体结构秩序有关ꎮ 权力的来源单一ꎬ 并被国家(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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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垄断ꎬ 社会(民众)如要对此做出反抗将付出沉重的代价ꎬ 因此社会在对权力寻求过程中就会走向

另外一个方面———对权力的攀附ꎮ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主动介入和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攀附ꎬ 两厢作用ꎬ
权力就如毛细血管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ꎮ 死亡在权力介入后开始对死亡形成规训ꎬ 何种死亡是要

被权力惩罚ꎬ 何种死亡又能够获得权力的青睐和奖赏ꎬ 这里遵循着一种政治的逻辑ꎮ 此种政治逻辑与

“国家—社会”结构完美契合ꎬ 权力也完成了它对死亡的规训ꎬ 死亡的政治得以生成ꎮ
２􀆰 “道德”权力对死亡的神圣性建构

“家国天下”中的“天下”一极还蕴涵着道德权力———天命观ꎮ 以往ꎬ 天命观被认为是皇帝为了维

护其统治所建立起的一套迷惑民众的说辞ꎮ 但是这套说辞却自上而下为国家社会结构服务ꎬ 并能够为

社会欣然接受ꎬ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稳定性的原因之一ꎮ
对天命观的尊崇是在两种层面上得以体现和实践的ꎮ 第一层面是对“天”的崇敬ꎬ 此种崇敬得以

形成是因为天具有“神启”“规范”和“天谴”的神奇能力ꎮ 自汉代以降ꎬ 皇权也被完全纳入天命观的体

系之中ꎬ 皇帝自称是天的儿子———天子受命于天ꎬ 天下也就成为天子之天下ꎬ 国则是君之国ꎮ[１２]如果

是朝代更迭ꎬ 与民众的政治不认同无关ꎬ 而是因为得罪上天ꎮ «尚书􀅰汤誓»中所言更为直白ꎬ 因为

夏朝罪孽深重ꎬ 不符合天命ꎬ 而上天又降大任于我商周ꎬ 所以我们不敢不将夏朝推翻ꎮ[１３]同样ꎬ 民众

也应该顺天命而行事ꎮ 第二层面是“天”对人的奖赏ꎬ 帮助人实现愿望ꎬ 即是对人的护佑ꎮ 在这一层

面上ꎬ 天命观被普遍化ꎮ 当人死去后ꎬ 也具有了神性ꎮ 而在这一神性之中ꎬ 天命观也得以体现ꎮ 如此

一来ꎬ 古代中国的祖先崇拜就能够在天命观的框架中得到解释ꎮ 由此还延伸出“忠孝”的观念ꎬ 忠是

忠诚ꎬ 对皇帝的绝对忠诚ꎻ 孝是孝顺ꎬ 对长辈的孝顺ꎮ
这些观念的维系还离不开宗教的作用ꎬ 作为家国天下秩序中的本土宗教也在极力地服务于政治ꎮ

在中国ꎬ 道教修仙与印度的佛教ꎬ 西方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ꎮ 道教的成仙是要经历痛苦的磨难ꎬ
经历常人不能忍受的劫数ꎬ 历经几世几劫方能成功ꎮ 而佛教与基督教ꎬ 前者强调修为与悟道ꎬ 佛教可

以“放下屠刀ꎬ 立地成佛”ꎻ 后者强调相信与追随ꎬ 哪怕是最后一刻ꎬ 只要相信ꎬ 上帝都不会放弃他

的“羔羊”ꎮ 从对彼岸的追求看ꎬ 佛教与基督教都有劝人向善的成分ꎬ 这一点在道教中也能体现ꎮ 如

果说ꎬ 佛教与基督教劝善的方式是最终的“成佛”和“升入天堂”ꎬ 那么道教的劝善方式则是通过构建

一套恐怖的地狱或者死亡体系和“离地三尺有神明”的方式来完成的ꎮ 这就形成了中国语境中的死亡

恐惧与死亡禁忌相辅相成ꎬ 互为因果ꎮ
(三)死亡的公共呈现与权力实践

死亡在禁忌文化的作用下被从生活中隔离ꎬ 但是权力介入死亡后ꎬ 让死亡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其

一对死者的崇敬ꎻ 其二对死亡的利用以及死亡意义的建构ꎮ 因此ꎬ 古代的死亡在公共领域的呈现可以

有三大典型路径: 一是“血”ꎬ 以问斩为代表的杀人示众ꎻ 一是“保”ꎬ 权力对死者及其后世子孙的加

冕与恩赐ꎻ 三是“报”ꎬ 作为权力代表的死亡ꎬ 臣民为其服丧、 禁娱ꎮ 这也是在家国天下秩序下构建

出的死亡真理的社会实践ꎮ
福柯认为公开行刑是权力最为赤裸的表现ꎮ 古代中国的公开行刑更为常见ꎬ 它是一种典型的死亡

公共场域呈现ꎬ 而我们不仅将其视为权力的作用ꎬ 更进一步指出ꎬ 行刑仪式中ꎬ 杀人并非目的ꎬ 示众

才是目的ꎮ 杀人的目的是为了对民众产生规训作用ꎮ 因此ꎬ 中国古代在执行死刑时是有特定的时间与

地点的ꎮ 比如在清朝就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体系“秋后处决”ꎬ 这是权力机构集中处理死刑的时间ꎮ “午
时三刻”则是在正午时间执行ꎮ “菜市口”则是执行死刑的地点选择在人流量大ꎬ 人口密集的区域ꎮ 当

权者认为死者的尸体仍需被示众: 暴尸于市、 悬首示众等ꎮ
如果说上述死亡的公共呈现是一种惩罚的话ꎬ 天子对那些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死亡的褒奖则

无疑是福柯所谓的“生物权力”ꎬ 是奖赏的权力ꎮ 最为常见的有两种ꎬ 其一ꎬ 为诸侯或者大臣“加
谥”———“谥者ꎬ 行之迹也ꎻ 号者ꎬ 公之表也”ꎮ[１４]在唐代ꎬ 一般只有官阶较高的人才可以在死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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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ꎮ 谥号所反映的是权力与等级观念ꎬ 同时具有传播与规训的功能ꎮ «白虎通义􀅰谥»中指出谥号

的目的是为了“别尊卑ꎬ 彰有德” [１５]ꎮ 其二ꎬ 以皇帝的名义或者皇帝亲自前往大臣家中悼念ꎮ 这对生

者而言可以为整个家族带来荣誉ꎬ 也是权力认同的象征ꎮ 其三ꎬ 则是赏赐ꎮ 对逝者的后代进行赏赐ꎬ
加官晋爵ꎬ 或者对逝者的家人进行物质赏赐ꎮ 而逝者家人会因赏赐而“叩谢皇帝天恩”ꎮ 在平民一级ꎬ
权力的介入则是以平民对权力的攀附实现的ꎮ 平民百姓为了给家族或者逝者带来“死后哀荣”ꎬ 则会

主动依附权力ꎮ 朝堂官员、 当地父母官、 宗族族长以及死后前来吊唁的宾客数量都能够为亡者和家人

赋权ꎮ 吊唁的级别越高ꎬ 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奖赏和荣誉也就越大ꎬ 其对生者的示范效应也就越好ꎬ 生

者会根据这样一种“真理体制”来规训自我ꎬ 实现自我技术实践ꎮ 也正是因为如此ꎬ 权力对死亡的规

训也就愈加严密ꎮ
古代中国ꎬ 臣民还需对权力“还报”ꎮ 天子等皇室成员去世时ꎬ 作为子民需要为皇室服丧ꎮ 秦汉

之时ꎬ 皇帝驾崩ꎬ 惯常做法是“发丧”“上尊号”“立庙”“大赦天下”等ꎮ 到清代时ꎬ 皇帝、 太后、 皇后

去世ꎬ 全国百姓需要服丧ꎬ 停止娱乐ꎮ 这时权力进入死亡并将其演变为一种集体仪式了ꎮ 集体仪式不

仅可以创造认同ꎬ 而且可以凝聚社会力量ꎮ 在权力与天命观的统一运作下使得死亡成为一种共享与共

同记忆ꎬ 国家与皇权认同也就被渗透进社会之中ꎮ
传统中国社会中ꎬ 权力通过“家国天下”的结构秩序以及这一秩序中的“天命观”与宗教伦理进入

到死亡之中ꎬ 权力此时具有强大的对死亡的规训能力ꎬ 在这一脉络中ꎬ 权力使死亡的样貌发生了改

变———人们一方面极力将死亡从私人领域中隔离ꎬ 但是另一方面ꎬ 权力却将死亡拉回到私人领域之

中ꎬ 有时也会进入到公共领域ꎬ 如皇帝、 大臣等的死亡ꎮ 不过ꎬ 即便是权力通过祭奠仪式回到公共领

域ꎬ 由于受制于传播速度ꎬ 这种权力在社会之中还是赤裸的ꎮ 在现代社会中ꎬ 虽然对古代死亡文化有

所继承ꎬ 但是天命观的覆灭与家国天下秩序的重新结构使得死亡的隔离不再完全是因为死亡的邪恶ꎬ
生命权力急遽上升ꎬ 权力更倾向于将生者快速地拉回社会生产中ꎬ 死亡的公共领域重返也不再是一种

权力合法性的展示ꎬ 而更多地以媒介化的方式呈现ꎮ

二、 现代时期的死亡政治: 科学 /知识的治理与媒介化重返

在天命观的统领下ꎬ 宗教成为皇权的附属ꎬ 或者亦可以称其为政教结构ꎮ 只是这种体制与西方不

同ꎬ 在欧洲ꎬ 有很长一段时期是教统领政的ꎮ 其后欧洲使用“自由”与“民主”的政治话语构建自身正

当性ꎬ 从而走上了政教分离的道路ꎬ 但基督教依然能够维护民间社会的基本秩序ꎮ 而中国在清末民初

将政教相连的本土政治视为专制ꎬ 从西方借用的“民主”与“科学”的话语成为正当性自我生产的说

辞ꎮ[１６]这一改造并不能算是成功ꎬ 正当性也不如古代中国的政教结构来得稳固ꎮ 及至以马克思的唯物

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ꎬ 强调无神论与反封建迷信ꎬ 通过行政手段、 新闻宣传

机构和文化运动ꎬ 彻底破除了旧社会的政教结构及正当性来源ꎮ 以不断强化“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ꎬ 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共识ꎬ 构建了一种“历史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和承认合法性”的新体制ꎮ

在死亡层面ꎬ 死者的神性也随着天命观与宗教迷信而被破除ꎮ 但权力并未随着社会主义改造、 现

代制度建立和殡葬改革而从死亡之中退出: 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目标ꎬ 死亡也

在现代医疗与管理制度中被隔离得更为彻底ꎮ 与此ꎬ 媒介的进场又让死亡重新回到公共视野ꎬ 死亡虽

然不再具备神圣性ꎬ 但在新的政治结构中ꎬ 死亡也重新找到了它的政治逻辑ꎮ 而这也正是死亡能够重

返公共领域的原因ꎮ
(一)现代科学知识包裹下的殡葬改革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ꎬ 强调无神论和唯物主义ꎬ 通过宣传、 行政手段、 文化运

动ꎬ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收归国有等方式对旧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ꎮ 死亡的葬礼和葬法也在改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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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ꎮ 殡葬改革是最为核心是对死亡的宗教性、 丧葬仪式和死者的神性彻底破除ꎮ 殡葬改革经历了一个

自上而下的过程ꎮ 首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率先垂范ꎮ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签名的方

式提出中国的殡葬改革ꎬ 其后领导人的逝世基本上都是采用火葬或者海葬的方式ꎮ 其次是以“规定”
和“通知”的方式将殡葬改革制度化ꎮ 如 １９５６ 年中央办公厅公布«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 带头实

行火葬的报告»在全国推广执行ꎻ １９８５ 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ꎻ １９９１ 年党

中央又公布了«关于党和国家高级干部逝世后丧事改革的通知»ꎮ[１７] 无论是“通知”还是“暂行规定”ꎬ
关于殡葬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葬礼和葬法之上ꎮ 改革葬礼就是要移风易俗ꎬ 破除封建迷信的礼仪制

度ꎬ 推行节俭办葬礼ꎻ 葬法改革就是逐步废除土葬ꎬ 推行火葬ꎮ 最后则是采用行政手段在农村推广火

葬和平坟运动ꎬ 即使是到了 ２０１６ 年河南部分地区还在进行平坟运动ꎮ
总结殡葬改革话语ꎬ 可以发现ꎬ 推行殡葬改革的理由就是一个现代科学知识的话语场: ①节约耕

地ꎻ ②移风易俗ꎬ 破除封建迷信ꎻ ③节约资源ꎬ 保护生态环境ꎻ ④防止传染疾病ꎬ 保护生者健康ꎮ 从

上述话语中可以窥见: 首先ꎬ 无论是“节约”“迷信”还是“生态环境”“疾病传染”ꎬ 其实质都是科学的

话语、 知识ꎬ 在科学话语知识的协助下ꎬ 殡葬改革得以推广ꎬ 并能够彻底颠覆和否定传统中国的死亡

观念ꎬ 死者的神性也以封建迷信的科学话语被革除ꎻ 其次ꎬ 生者才是现代国家所要关心和保护的对

象ꎬ 一切都以生者的生存与生活美好为前提ꎬ 保护耕地、 资源环境以及民众健康的目的就是实践“生
物权力”ꎮ

殡葬改革带来的是整个丧葬体制的变革: 殡仪馆(火葬场)的设置ꎬ 公墓地的选址和建设ꎬ 殡

葬服务业的市场化ꎮ 虽然有些殡仪馆和公墓仍有国家公益和行政的参与ꎬ 但是殡葬改革也在市场

化大趋势下出现了商业化发展ꎮ 不少城市都有“人生终点站”等一条龙式的殡葬服务ꎮ 在国家层面ꎬ
２０１０ 年民政部门还专门组织专家编写了«殡仪接待服务» «遗体告别服务» «遗体保存服务»等章程ꎮ
在广州召开的殡葬服务标准座谈会上还专门明确和讨论了«殡葬服务术语»规章等内容ꎮ[１８] 如此一

整套完整的殡葬体制的形成ꎬ 让晚近的现代社会对死亡有了重新的认识ꎮ 死者被完全隔离在公共

领域之外ꎬ 死者家属通过购买社会服务而完成丧葬礼仪ꎮ 死者从死亡的那一刻起ꎬ 他已经被纳入

到了这样一种新机制之中ꎬ 有专业人员为遗体化妆ꎬ 亦有工作人员带领完成遗体告别ꎬ 最后遗体

被送入火葬设备ꎮ 死者也成为工业化大生产中的一个生产环节ꎮ 这也正是里茨尔所谓的“社会麦当

劳化”ꎮ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ꎬ 科学管理、 生产流水线、 效率、 产品的可控制与可测量等都成为现代

死亡的显著标志ꎬ 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中ꎬ 死者犹如走上了传送带的“汉堡包”或“炸鸡腿”ꎮ[１９] 火葬

也比土葬高效得太多ꎬ 在那样一个设备ꎬ 工作人员也是按钮操作者ꎬ 他只需按下按钮就成功地在

现代化的管理中实现与死者的隔离ꎮ “文明化进程” [２０]就在这样的流程操作手册、 科层制的分工和

机器的按钮操作中完成ꎮ
(二)科学与医疗话语对死亡的管理

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也让死亡的神性消失———无论是由魔鬼索命还是升入天堂、 进

入极乐ꎮ 死亡成为科学规训的对象ꎬ “文明化过程是现代死亡背后的动力ꎬ 在这一过程中ꎬ 人类的兽

性被压抑ꎬ 情感被控制ꎬ 死亡与临终者被推到社会生活的幕后ꎮ” [２１] 交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和殡葬服务

人员来管理死亡ꎮ 在医生看来ꎬ 死亡是由疾病和病状构成ꎬ 医疗科学具有解释力ꎮ 无论是正常死亡还

是非正常死亡ꎬ 死者一定是遭遇了某种生命体征的被破坏: 高空坠落、 失足落水、 钝器所伤等都在可

以解释范围之内ꎮ 在科学的帮助下ꎬ “在最近几个时代ꎬ 我们创造了现代死亡方式ꎮ” [２１] 它发生在现

代的医院ꎬ 在此可以对将死的有机体做隐藏和清洁ꎮ 也就是说ꎬ 当临终者被推进医院ꎬ 他本身不再受

自己和家人的控制ꎬ 而是要受到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控制ꎮ 医生根据各种仪器———呼吸机、 心电监测仪

等各种检测生命体征的仪器用以判断人是否还有抢救的价值ꎬ 临终者所面对的是机器ꎬ 只有机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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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生异常才会引起医护人员的注意ꎮ 在现代化的仪器使用中ꎬ 仪器中介了临终者与医护人员ꎬ 临

终者被异化为物ꎮ 死亡的非人性化发生了ꎬ 临终者在陌生人的监护中死去ꎮ 宣布死亡的权力也不再归

家属和亲人所有ꎬ 宣布死亡成为医生的特权ꎮ 医生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ꎬ 通过对医疗仪器的使用和读

数ꎬ 进而获得了对死亡宣布的权利ꎮ
在医院中ꎬ 临终者被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所束缚ꎮ 进食的时间、 数量都被严格的执行ꎮ 甚至家属

的探望时间也被医院的管理制度所约束ꎬ 家属与临终者隔离开来ꎮ 家属不能见到临终者的生存状况ꎬ
而医生也不断地使用专业的医疗术语与临终者家属沟通: 患者状况稳定ꎬ 各项生命体征可控ꎮ 按照菲

利普􀅰埃里斯的说法ꎬ 这样一种非人性化只是现代世界通过它“摒弃死亡”的过程的一部分ꎮ
医疗科学构建了一套严密的规训死亡的制度ꎬ 从死亡的监测到死亡的管理再到死亡的宣布ꎬ 并认

为这样一种机制对生者与死者的隔离帮助巨大ꎬ 也非常有助于“治疗”ꎬ 亲属并不能完全体会临终者

的痛苦ꎮ 近年来不少医生开始反思ꎬ 一些社会运动也促使“临终关怀”与“安乐死”的话题被推向前台ꎬ
死亡所面对的不再是冷冰冰的医疗器械ꎬ 开始关注到临终者的生存和死亡权利ꎬ 似乎这是一次人性回

归ꎮ 但是当我们具体关照“安乐死”与“临终关怀”话语之时ꎬ 我们依然发现权力的魅影: 抢救是在浪

费资源ꎬ 对家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ꎬ 而临终者本人也是痛苦不堪ꎮ 可见ꎬ 临终关怀与安乐死虽面

对的是濒死者ꎬ 但话语中所隐藏的却是生者ꎬ 毕竟临终者的肉体不再有用ꎮ 即便不是如此ꎬ 临终关怀

的执行者也是“专业人士”在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实施ꎮ
而福柯则认为这是现代权力的特征ꎬ 以“生命安全”为目的的“生命政治”ꎮ 在科学知识及话语的

规训下逝者的身体器官也成为有价值的ꎮ “脑死亡”的科学话语的建立正是认为死者可以在科学技术

的帮助下继续为生者与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ꎮ
(三)媒介的进场与死亡的公共领域重返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ꎬ 我们已经看到权力进入到死亡之中ꎬ 私人领域的死亡开始具有公共性ꎮ 受制

于传播能力和媒介的限制ꎬ 死亡的公共性较为有限ꎬ 只有少数死亡可以真正成为公共事件ꎮ 但权力是

清晰可见的ꎬ 它存在于死亡的仪式之中ꎬ 存在于天命观之内ꎬ 也存在死亡的公共再现ꎮ 当时间推延至

现代社会ꎬ 科学知识和医疗手段的登场使得权力的样貌不再清晰ꎬ 但是权力并未退场ꎬ 它在管理死

亡ꎬ 使其秩序化以防对私人生活的打扰ꎮ 与古代不同ꎬ 现代社会的死亡公共领域重返则借助了大众媒

介得以顺利实施ꎮ 媒介的议程设置或遮蔽或再现安乐死、 车祸、 谋杀、 枪击等ꎮ 古代人对地狱、 僵

尸、 魔鬼的想象被视觉化呈现ꎬ 也变得更为现实与逼真ꎻ 死亡与性这两个被认为是不洁的事物ꎬ 也可

以在广告中公开展现ꎮ
与死亡有关的内容可以被产品化和商业化ꎮ ２００９ 年一款名为«植物大战僵尸»的策略游戏开始进

入中国ꎬ 这款由美国游戏公司设计的游戏逐渐在中国风靡ꎮ 在这款游戏中ꎬ 主角之一便是各种各样的

僵尸ꎬ 它们虽然穿着西服、 打着领带ꎬ 但是它们依然有着“僵尸”的形貌: 步履蹒跚ꎬ 蓝色或者绿色

的皮肤ꎬ 骷髅头上带着两只大大的白色眼睛ꎬ 牙齿缺失ꎬ 身着不同服装扮演着各种角色ꎮ 虽然在游戏

中僵尸是反面角色ꎬ 是要各种植物合力防御的ꎬ 但是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僵尸ꎬ 成为它的消费者ꎮ 僵尸

一般是丑恶、 阴暗ꎬ 一直是人们避之不及的东西ꎬ 但是这款游戏似乎颠倒了僵尸形象ꎮ[２２]其实并非是

僵尸形象的颠覆ꎬ 而是死亡以游戏或者娱乐的形式回到了公共领域ꎮ 因为在这款游戏之后ꎬ 南京地

铁、 校园里、 广场就上演过不少次青少年 Ｃｏｓｐｌａｙ 僵尸的游戏ꎮ 如果说在这款游戏中ꎬ 我们还在遵循

着将僵尸“隔离”———消灭的传统规则ꎮ 但是在一些影视剧作品、 广告中出现的僵尸却成为与人类友

好相处ꎬ 甚至帮助人类的可爱形象了ꎮ
在媒介报道中ꎬ 死亡更为常见ꎮ 姚贝娜的去世引发了记者的躁动ꎬ 为了拍摄到姚贝娜的遗体照

片ꎬ 媒体记者不惜蹲守太平间ꎮ 就是被认为是社会责任代表的中央电视台也一再预告要对毒枭糯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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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死刑进行直播ꎮ 如果说这还是特例的话ꎬ 作为媒介事件的葬礼或枪击、 死亡事件一直充斥着荧幕:
肯尼迪总统遇刺、 戴安娜王妃葬礼举行、 美国“９１１”事件、 校园枪击案ꎬ 即便是一起车祸ꎬ 记者也乐

意将死者“血淋淋”的画面展现给受众ꎬ 尽管这样做会遭受到非议ꎮ 王辰瑶就注意到展现死亡这样的

一个悖论性的新闻报道: “高度争议和高度关注ꎬ 并存于以展现‘死亡’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之中ꎬ 并出

现了某种令人费解的现象: 记者既追逐又回避此类新闻选题、 受众对此类新闻报道既有反感又有快

感ꎮ 新闻专业主义一直试图以伦理规范‘死亡’的新闻生产ꎬ 但并不总能奏效ꎮ” [２３]他认为死亡作为新

闻报道的一个重要领域受到时代、 技术、 文化的影响ꎬ 很难用道德标准去规范ꎬ 而导致这些悖论出现

的原因是“禁忌及对禁忌的传播”ꎮ[２３] 这一解释似乎已经触及深层次原因ꎬ 但我们更进一步追问: 为

何要突破禁忌的传播ꎬ 仅仅是因为商业利益吗? 而基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党媒ꎬ 如新华社、 «人民日

报»并不避讳死亡ꎬ 而是相反ꎬ 不断呈现各种死亡ꎮ 这又是为何?
死亡重返公共领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ꎬ 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死亡为何能够重返公共领域? 被管理的

死亡为何要再次重返? 难道这不是对现代性的挑战? 我们更需要的是追问死亡重返公共领域的机制到

底为何?

三、 媒介化的死亡政治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必要?

死亡的神性被现代性所破坏ꎬ 死亡不再具有神圣性ꎮ 可以注意到: 科学知识以及现代的社会管理

制度都对死亡进行了有效的隐藏与隔离ꎮ 然而死亡的神圣性在现代的“殡葬改革”话语中被破坏ꎬ 但

禁忌并未完全消失ꎮ 死亡也在科学的帮助下得以隐藏ꎬ 但是也并不彻底ꎮ 与此同时ꎬ 死亡还在媒介的

帮助下彻底而清晰地重返公共领域ꎮ 这是矛盾的ꎬ 原本可以将死亡隐藏得更好ꎬ 也可以加大殡葬改革

的力度与话语的建构ꎬ 可是死亡却如此猝不及防地重返了ꎮ 是何种原因所致? 它何以能够重返? 是媒

介的力量? 天命观与神性的土壤都已然被破坏ꎬ 重返后的死亡何以能存在? 这似乎已形成悖论ꎬ 这一

悖论不再是“禁忌与禁忌传播”所完全能够解释的ꎬ 因此需要再回到福柯ꎬ 对媒介进行另外一种认识ꎮ
福柯认为赤裸的权力在现代时期退场ꎬ 而是以一种隐藏的方式发挥其作用ꎮ 福柯在«规训与惩

罚»中ꎬ 开篇便描述了“达米安谋刺国王”而被公开行刑的血腥场面ꎬ 达米安遭遇了蜡烛、 灌铅和五马

分尸的惨烈经历ꎮ 不过福柯笔锋一转ꎬ 接着描述了 １８ 世纪后期的一个“作息时间表”ꎮ 他试图要说明

的是ꎬ １８ 世纪以后ꎬ 死亡对统治者而言并不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ꎮ 虽然在封建社会ꎬ 肉体可以被消

灭ꎬ 但是工业革命后ꎬ 资本主义发展起来ꎬ 工业制度需要一个自由劳动市场ꎮ “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

治领域ꎬ 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 干预它ꎬ 􀆺􀆺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ꎬ 与对肉体的经济适用紧密相

连ꎮ” [２４]在他看来权力更多的是要对肉体进行规训ꎬ 因此微观政治开始大行其道ꎬ 监视、 检查、 训练

都成为规训的手段ꎬ 而知识、 话语则是一种对“人口和人类”的规训方式ꎬ 他称之为“生命政治”ꎮ 在

这两种路径下ꎬ 权力实现了隐藏ꎮ 沿此脉络ꎬ 我们可以发现ꎬ 在古代中国ꎬ 权力借助死亡在公共场合

的展示到了现代中国也基本消失了ꎬ 取而代之的是媒介对死亡的规训ꎮ 这也即是表明ꎬ 媒介已经成为

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场域ꎬ 它能够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现权力ꎮ 而这种权力也不再仅是惩罚的ꎬ 此种

权力也具有了奖赏性质———它以监视环境ꎬ 为社会提供信息以及赋予社会地位等方式出现ꎮ 死亡在其

中也是如此ꎬ 只是ꎬ 死亡与权力的联系并没有因媒介的进场而消失ꎬ 反而ꎬ 死亡在媒介中成为了死亡

政治ꎮ
在死亡之中也能看到ꎬ 权力隐藏在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技术之后对死亡完成了规训ꎮ 但是福

柯并未充分讨论另外一种规训的路径———媒介ꎮ 尤其是媒介化的今天ꎬ 社会以媒介为中介ꎬ 媒介逻辑

与媒介规范也在中介着社会事件ꎮ 死亡的去魅让其被媒介展现成为可能ꎬ 但是权力透过媒介更热衷于

对死亡的展现ꎮ 权力不再是福柯所重点关注的单一的惩罚机制ꎬ 权力的奖赏机制更为有效ꎮ 作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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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禁忌的死亡在媒介中的展现就带有奖赏的性质ꎬ 当然惩罚也并未因此而消失ꎮ 虽然旧的天命观

与神性的真理政治已经被颠覆ꎬ 但是重构一种新的死亡的真理场域却并未因此而停止ꎬ 反而权力隐藏

在媒介之后ꎬ 可以更为有效地构建出一种新的真理场域ꎮ 不过在这个真理场域中依然存在着争夺ꎮ 这

正是媒介能够成功地将死亡拉回公共领域的根本原因ꎮ
死亡通过媒介规训ꎬ 或者说死亡在媒介权力的帮助下ꎬ 开始演变为一种福柯所说的“真理政治”

或“真理体制”ꎮ 真理体制(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ｔｒｕｔｈ)①作为理解福柯权力 /知识的另一概念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创

造性ꎮ 以往对真理的认识是“真理是一种客观实在”ꎬ 它可以“赤膊上阵ꎬ 并能够战胜谬误”ꎬ 而真理

也是可以通过学习、 实践与探寻达到ꎮ 真理似乎就是一种现实的存在ꎬ 它甚至可以超越空间与时间边

界“放之四海而皆准”ꎮ 但是福柯在对医学的思考中就发现ꎬ 疯癫的存在与理性的进程有关ꎬ 当现代

医学知识出现后ꎬ 疯癫就被文明的话语给排斥在外了ꎬ 而文明则具备了真理性ꎮ 真理也因此具备了排

斥性ꎬ 且是最为隐蔽的排斥性ꎬ 它能够对其他话语产生压制ꎮ 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 “国家制

度”的指责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真理”ꎬ 而这一真理则仅仅是来源于西方的传统ꎬ 进而对中

国的制度表现出了压制和排斥ꎮ 现代性、 信息社会同样具有真理性质ꎬ 它能够排斥或规范不遵循其规

则的国家或个人ꎮ
对福柯而言ꎬ 没有存在于权力之外的真理ꎬ 真理也从不缺乏权力ꎮ 真理在权力关系中争斗[２５]ꎬ

它是一套排斥性做法ꎬ 其作用是在虚假与真实的陈述之间建立区分[２６]ꎮ 被确定为真理的陈述开始在

社会中通过教育、 媒介、 书籍、 评论、 法律、 人际以及所谓的各种观念等流转传播ꎬ 并由此将陈述构

建为一个常识(知识)ꎮ 与之相反的是ꎬ 谬误被压制ꎬ 被标签为不正确ꎬ 被排除ꎬ 真理体制形成ꎬ 虚

假陈述被边缘ꎮ
透过媒介可以看到ꎬ 死亡不是单纯地被呈现ꎮ 不同阶层的死亡在媒介“选择机制”、 媒介“价值机

制”和媒介的“专业追求”中被规训ꎬ 死亡被不同面向呈现ꎬ 有些死亡被描述为牺牲———为了国家的利

益ꎬ 为了人民的需要ꎻ 有些死亡被描述为逝世———因为他们是我们党的优秀儿女ꎬ 是为人民服务鞠躬

尽瘁的公仆ꎬ 或是与我们党“肝胆相照”的友人ꎻ 有些死亡则被描述为“死了” “病亡”ꎬ 因为他们是

“敌对势力”“野心家”ꎬ 是人民的敌人ꎮ 在媒介中ꎬ 还能看到男女之间死亡的差异ꎬ 也可以发现不

同阶层间死亡的差异ꎮ 在媒介选择机制中ꎬ 其他的“无意义”的死亡被排除了ꎮ 媒介所建立的筛选

机制、 话语机制为死亡的真理政治创设了空间ꎬ 同样ꎬ 媒介的筛选机制也为排除死亡的非真理陈

述提供了指南ꎮ

四、 结论

研究者认为死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中国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它一方面被隔离ꎬ 虽

然古代与现代隔离机制不同ꎬ 但另一方面它又在权力的作用下返回公共领域ꎮ 古代中国的死亡公共领

域重返是在天命观与宗教观的作用下ꎬ 权力通过暴力或者温情的一面展现它的正当性ꎮ 而现代中国ꎬ
科学话语与殡葬改革将古代有关死亡的那一套体制破除ꎬ 权力的暴力性一面也开始消退ꎬ 权力通过更

为隐蔽的方式ꎬ 借助于现代媒介试图通过死亡的真理体制建构达至权力正当性的论述ꎮ 古代权力之所

以是可以暴力的ꎬ 与其上承天命的认知不无关系ꎬ 权力要彰显的正是一种绝对的权威性ꎮ 现代社会ꎬ
以“国民”为基础的秩序建构虽不够完善ꎬ 但“国民”对古代中国的“天下”已经形成了足够的挑战ꎬ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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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术语的翻译与使用在华语圈内各不相同ꎬ 有学者将其翻译为真理体制ꎬ 也有学者翻译为真理制度ꎬ 中国台

湾学者将真理与政治联结ꎬ 使用的是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ｕｔｈ(真理政治)的概念ꎬ 在«导读福柯»一书中ꎬ 潘伟伟将其翻译成“真
理的政权”ꎮ 日本对该概念的翻译是“真理统治”ꎬ 也有学者根据福柯的“ｇｏｖｅｒｎ”思想将其翻译为“真理治理”ꎮ 在如此

众多的翻译中ꎬ 笔者根据福柯本人对真理的论述ꎬ 更偏向于使用“真理体制”ꎮ



下所维系的秩序在清末民初开始瓦解ꎬ 而“国家”开始上升ꎮ 其在死亡中所要展现的权力也与古代发

生了变化ꎬ 因此其正当性需要重新加以建构ꎮ 这也是现代死亡与古代死亡公共领域重返最为不同的

一面ꎮ
本研究较为粗浅地讨论了死亡政治与媒介的关系ꎬ 研究者使用了福柯的相关概念ꎬ 指出那种

赤裸的权力从死亡中退场ꎬ 作为一种隐蔽权力的媒介取代了赤裸的权力开始进场ꎬ 且这种进场能

够为死亡的真理政治的构建提供莫大的帮助ꎮ 这一研究虽然提供了一个看待媒介以及死亡的不同

视角ꎬ 但囿限于篇幅并没有对真理政治与媒介、 死亡之间的关系展开充分讨论ꎬ 这将在今后的论

文中深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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